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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
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

高　鹏　朱翊民∗∗∗

内容提要 全球国际关系学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

展方向和研究议程,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中的认识视

角和认识路径.在认识视角上,全球国际关系学批判西方国际关系

学的主体性,超越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并呼唤多元普遍主

义的国际关系知识;在认识路径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通过扬弃科学

路径,改进以历史阐释见长的经典路径,强调历史实践与理论之间的

密切联系.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

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还可以启迪中国学者更深层

次地理解包含中国自身在内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实践,使中国的国际

关系研究更具全球关怀.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全球国际关系学 西方国际关系学

非西方国际关系学 认识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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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由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主持的“教学、研究与国际政策

项目”(Teaching,Research,andInternationalPolicy,TRIP)就国际关系学是

否由美国主导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受访学者中的多数认为美国或西方在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是压倒性的.① 这意味着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国际关系

研究的平权运动依然任重道远.

针对长期以来美国或西方坐拥国际关系学科内的“葛兰西式霸权”(GramＧ

scianHegemony)以及非西方的“失语”现象,②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

亚(AmitavAcharya)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荣誉教授巴里布

赞(BarryBuzan)曾分三个阶段进行修正.２００５年,他们合作进行一项名为

“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工程,旨在回答“国际关系学如果不

是起源于西方,该学科是怎样的?”这一问题.２００７年,该学术团队在«亚太国

际关系»期刊上发表六篇研究成果,③２０１０年,相关研究成果被结集出版为«非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亚洲及其之外的视角»一书.④ 此后,阿查亚和布赞的研究

视角逐渐从“非西方”转向“全球”,以期逐渐弥合机械二分“西方”与“非西方”

造成的鸿沟.阿查亚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１２日尼赫鲁大学举办的名为“重新

想象全球秩序: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的国际学术会议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全

球国际关系学”(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GlobalIR)的概念.⑤ ２０１４
年,阿查亚在当选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studyassociation,ISA)主席的

演讲中正式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研究协会会刊«国际研究评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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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国际关系学是否是美国主导的学科问题上,有１１％的学者表示“强烈同意”,４９％的学者表示“同
意”;而在国际关系学是否是西方主导的学科问题上,有２２％的学者“强烈同意”,５３％的学者表示“同意”.
参见 WiebkeWemheuerＧVogelaarandNicholasJ．Bell,eds．,“TheIRoftheBeholder:ExaminingGlobalIR
Usingthe２０１４TRIPSurvey,”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１８,No．１,２０１６,pp２１Ｇ２３.

葛兰西式霸权主要体现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于１９８３年发表的文章中,指涉基于认同、
文化、规范而非胁迫的支配地位,参见 RobertCox,“Gramsci,Hegemon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n
EssayinMethod,”Millennium,Vol．１２,No．２,１９８３,pp１７０Ｇ１７４.

代表性文章可参见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WhyIsThereNoNonＧWesternInternationＧ
alRelationsTheory? An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７,No．３,２００７,

pp２８７Ｇ３１２．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NonＧWester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erspectiveson

andbeyondAsia,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０．
AmitavAcharya,“ImaginingGlobalIR OutofIndia,”KeynoteAddresstoAnnualInternational

StudiesConvention,NewDelhi,India,December１０Ｇ１２,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第一期设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专题,①刊载２０１５年新奥尔良国际研

究协会年会期间两个主旨小组的讨论性短文和从不同视角研究全球国际关系

学的“分析性文章”.

在此之后,阿查亚与布赞于２０１７年共同发表«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

关系学? 十年后»一文,对两人十余年来主持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② 在有

关非西方的世界秩序、全球国际社会(GlobalInternationalSociety)和国际关系

学科转型等相关议题取得进展,并完善全球国际关系学内核的基础之上,最终

在２０１９年３月,两人合作出版«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生成:百年起源与演变»一

书,③该书对国际关系学是美国或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论断进行批判,对国际

关系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倡议,体现出在认识论上的进步.该书引发了学界

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讨论,④也使“全球国际关系学”本身成为研究分析的

对象.

基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上何以具有突破国

际关系学科内认识惯性,以及深化理解国际关系学的意义? 本文将认识论划

分为国际关系研究者这一认识主体如何认识国际关系中的经验事实这一客

体,以及国际关系的认识主体如何解释客体两个维度.⑤ 为探究该核心问题,

笔者运用系统性文献回顾、话语分析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全球国际关

系学提出以来国内外研究状况、全球国际关系学如何是对国际关系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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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专题收录了包括彼得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唐世平等学者在内的共１０篇文章.其

中该专题的导言由阿查亚完成,参见AmitavAcharya,“AdvancingGlobalIR:Challenges,Contentions,and
Contribu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１８,No．１,２０１６,pp４Ｇ１５.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WhyIsThereNoNonＧWester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Ｇ
ry? TenYearsOn,”pp３４１Ｇ３７０．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TheMakingof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OriginsandEＧ
volutionofIRatItsCentena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９,此书现已由吉林大学刘德

斌教授领衔的团队于２０２１年７月翻译为中文版,参见〔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

系学的构建»,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
例如,２０２１年６月,«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ISR)第二期设专题刊载２０２０

国际研究协会特设会议“全球国际关系学中的多元身份与学科特质:一种专业,多重声音”(MultipleIdentiＧ
tiesandScholarshipinaGlobalIR:OneProfession,ManyVoices)的六篇文章,旨在全球国际关系学框架下

探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方法.
在传统的定义中,认识论一词还应包括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讨论,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主客体之间

能否反映甚至“建构”彼此,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辩论的核心内

容.作为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全球国际关系学与这一讨论无明显关联,因而本文在定义国际关系学认识

论时会对有关主客体关系的内容做“必要的忽略”.



识论的发 展 和 创 新,以 及 全 球 国 际 关 系 学 的 发 展 前 景 进 行 梳 理、总 结 和

分析.

一、相关研究回顾

自全球国际关系学提出以来,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国内代表性

学者如秦亚青、刘德斌、任晓、唐世平等.① 国外的研究者主要分成两类:一类

是将全球国际关系学作为研究原点的衍生性研究,另一类则属于批判性研究.

本文的研究梳理集中总结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进展.

(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衍生性研究

对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衍生研究的学者承继阿查亚和布赞的研究视角,

发展与完善全球国际关系学.其中,又可以细分为释疑研究与个案研究

两类.②

１．释疑研究.本文语境下的释疑研究,旨在从某个特定角度提出一个较

为普遍的研究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向或路径,解决全球国际关系学“应该朝什

么方向发展”与“如何发展”的问题.为此,部分学者从世界史、人类学、心理学

等不同学科切入,扩充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视域,为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提

供可能的学科思考维度.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副教授安德鲁菲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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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QinYaqing,“Introduction:theGlobalTurninIRandNonＧWesternIRtheory,”in Qin
Yaqing,ed．,GlobalizingIRTheory:CriticalEngagement,NewYork:RoutledgePress,２０２０,pp１Ｇ２６;
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２７—４５页;TangShiping,
“PracticalConcernsand PowerConsidera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１８,No．１,２０１６,
pp１６２Ｇ１６３;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进路»,«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４１—１４７页;刘德

斌、王海媚:«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刘德斌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第１３７—１６１页;〔加拿大〕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

否兼容»,董贺译,«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１５页;程多闻:«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中国

学派”构建»,«国际观察»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３０页,等等.
关于释疑研究和个案研究可以参考约瑟夫莱普戈尔德(JosephLepgold)的定义.其中,释疑研究

的重点在于回答某个困惑,解释在限定范围内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旨在解释具体理论或思想,其目

的一方面是寻找通则,另一方面是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理论或思想.JosephLepgold,“IsAnyoneListening?
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ProblemofPolicyRelevance,”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１１３,
No．１,１９９８,pp４３Ｇ６２;中国学者秦亚青引介并改进了这一划分法,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６４—２８０页.



斯(AndrewPhillips)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促使国际关系学科重新与全球史

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中加以融合;南非约翰内斯

堡大学教授皮特维勒(PeterVale)呼吁重视非西方区域的历史社会学或人

类学等“另类的解读”;比利时鲁汶大学讲师多萝西旺达姆(DorotheeVanＧ

damme)呼吁使用心理学中的解释现象学分析法(interpretivephenomenologiＧ

calanalysis,IPA)修正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生产上的不平衡现状,承认来自不同

背景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多元声音与方法.①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方法层面,既包括从技术路径对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

评估,又涵盖从理论建设与制度调整两个方面具体突破主流学科屏障的努力.

例如,德国奥托—苏尔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维韦沃格拉(WiebkeWemＧ

heuerＧVogelaa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尼古拉斯贝尔(NicholasJ．

Bell)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存在“是西方或美国主导、地理位置是国际关系学

科内部的核心、西方学者生产理论而非西方学者提供原始数据”三个知识生产

分工现状.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系博士格拉迪麦肯(GelardiMaiken)认

为,现今对“如何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问题还尚未形成统一的知识议程,并

就“谁能拥有代表地方性知识的学术身份”“如何发展(发现)地方性知识”“如

何促进地方性知识全球化”三个问题总结了一条研究“路线图”.土耳其毕尔

肯大学政治学教授皮纳尔比尔金(PinarBilgin)将爱德华萨义德的“对位

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利用至全球国际关系学中,关注不同文本下

“交织和重叠的历史”,拓展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韩国汉阳大学殷

龙洙教授(EunYongＧSoo)就国际关系是否需要多元化、多大程度上需要多元

化、是否应该寻求跨越理论的对话进行探究,同时与同行设置“拓宽国际关系”

项目(broadeningIRproject),以丰富辩论和推动国际关系成为一个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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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hillipsAndrew,“GlobalIRMeetsGlobalHistory:Sovereignty,Modernity,andtheInternational
SystemsExpansionintheIndian OceanRegion,”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１８,No．１,２０１６,
pp６２Ｇ７７;PeterVale,“InclusionandExclusion,”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１８,No．１,２０１６,
pp１５９Ｇ１６２;EricM．BlanchardandLinShuang,“GenderandNonＧWestern‘Global’IR:WhereArethe
WomeninChinese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１８,No．１,２０１６,
pp４８Ｇ６１;DorotheeVandamme,“BringingResearchersBackIn:DebatingtheRoleofInterpretiveEpisteＧ
mologyinGlobalIR,”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２３,No．２,２０２１,pp３７０Ｇ３９０．



化的学科.①

２．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指将某一具体理论或观点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衔

接,一类是将已有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对接,试图将自身理论发展与全

球国际关系学相结合,从而充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案例库和理论库.瑞士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米歇尔富隆(MichielFoulon)和荷

兰拉德堡德大学助理教授古斯塔夫梅鲍尔(GustavMeibauer)以新古典现实

主义为例,认为来自非西方的案例能够丰富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内层次变量,从

而使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更具包容性的同时,也为其被纳入全球国际关系学

提供了可行路径.阿根廷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教授梅丽萨德西安西奥

(MelisaDeciancio)立足拉丁美洲的区域主义,探讨具有区域特色的思想对全

球国际关系学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除对接全球国际关系学外,往

往还兼具发展自身理论的目的性.例如,印度德里大学助理教授迪普希哈

沙希(DeepshikhaShahi),在哲学层面上解读伊斯兰地区初具规模的苏菲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在丰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同时,也相应地增强了苏菲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的普遍意义.②

另一类个案研究则侧重挖掘国际关系学界中不曾流行的新理论或新观

点.秉持这类个案研究的学者扎根区域或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国际关系学倡

议下,从古代的区域性认识论基质(Matrix)中挖掘未曾出现在主流视野下的

新知识.这类研究的观点来源既包括从古代区域的秩序、等级制遗产中提取

经验,也包括从本土神话、宗教、史诗等遗产里提炼其国际关系的价值.例如,

迪匹希哈沙希在印度古典宗教哲学基础上批驳西方认识论的二元对立,这

种哲学倡导“不二一元主义”(Advaiticmonism)的认识论,主张理论家(催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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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iebkeWemheuerＧVogelaarandNicholasJ．Bell．eds．,“TheIRoftheBeholder:ExaminingGlobＧ
alIRUsingthe２０１４ TRIPSurvey,”pp１６Ｇ３２;MaikenGelardi,“MovingGlobalIR Forward:A Road
Map,”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２２,No．４,２０１９,pp８３０Ｇ８５２;PinarBilgin,“Contrapuntal
ReadingasaMethod,anEthos,andaMetaphorforGlobalIR,”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１８,
No．１,２０１６,pp１３４Ｇ１４６;EunYongＧsoo,“OpeninguptheDebateover‘NonＧwestern’InternationalRelaＧ
tions,”Politics,Vol．３９,No．１,２０１８,pp４Ｇ１７．

MichielFoulonandGustavMeibauer,“RealistAvenuesto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EuroＧ
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６,No．４,２０２０,pp１Ｇ３０;DeciancioMelisa,“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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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５,No．１,２０１８,pp２５０Ｇ２７５．



叙事的主体)和理论(响应客体的元叙事)之间的相互融合.理论家越具有解

释表面不同事实间相互联系的能力,就越能最大程度地接近相互联系着的事

实,进一步抽象,这种认识论能反映出古代印度认知社会与区域秩序时所秉持

的理念;①又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帆与加拿大学者杨潇从

古代东南亚的区域秩序中萃取出不同于曼荼罗(Mandala)体系的尼加拉体系,

为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替代性视角.②

(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批判性研究

与进行衍生性研究的学者截然相反,另一部分学者聚焦于批判性反思全

球国际关系学,甚至个别学者对之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

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便反对国际关系学的多元化议

程,他认为由美国主导学科的现状不会导致国际关系学的衰弱,反倒可以凭借

学科内部对美国(理论)的路径依赖,使国际关系学朝既有方向不断发展,如若

吸收更多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将导致学科的分裂以及研究边界的模糊,难以

在研究议程以及学科自主性上达成一致,会削弱国际关系学的学术自觉.③ 除

米尔斯海默这一极端案例外,其他的批判反思性研究可划分为如下两类:

１．对全球国际关系学温和性批判.对全球国际关系学选择保留而非完全

取代西方理论的一套说辞,一些学者认为这将导致全球国际关系学难以突破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宏大叙事,所进行的讨论也依然逡巡于西方理论的视阈

中,无法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因此,针对全球国际关系

学批判程度有所欠缺的表现,他们又集中批判全球国际关系学议程的折中性

和温和性,其观点在时刻警醒与鞭策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种对“批判的批

判”.美国波多黎各大学教授梅洛迪丰塞卡(MelodyFonseca)认为过去西方

国际体系下的物质性遗产导致国际关系在知识层面上亦存在殖民性,如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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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批判语言、资金、权力上的殖民性,将致使西方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

“认知暴力”持续存在;同样倡导国际关系学科多元化的美国麦卡利斯特学院

教授戴维布兰尼(DavidL．Blaney)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伦蒂克纳

(ArleneTickner)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在本体论上实现对殖民化议题

的突破”,且这可能导致其议题陷入“单一世界”的陷阱之中,从而使得拥有不

同世界观的各行为体的能动性无法得到良好发挥,更限制了多元的可能性.①

２．对全球国际关系学偏狭性批判.第二类学者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在摆

脱了西方主导的偏狭性之后,将导致另一种偏狭性的出现,亦即在某种意义上

掉入过于强调“全球”的单一性陷阱或过于强调“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陷

阱中.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议题陷入“全球”的偏狭性之中,

过于重视普遍性.例如,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研究助理费利克斯安德

尔(FelixAnderl)等人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把“全球”先验性地认作一个容纳

一切的概念,强化了全球性的合法性,削弱了特殊性的施动性,陷入“过度普

适”的陷阱中.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依循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路径的国际

关系理论强调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会使国际关系学忽视已有的主流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成果,从而再次人为地制造非西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偏狭性.譬

如,殷龙洙对全球国际关系学中惯用的学科理论二元分野的说法进行批判,以

促进国际关系的“双向对话”;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教授奥利弗施廷克尔(OliＧ

verStuenkel)更是强调这种二元对立的危险性,认为如果非西方学者也陷入这

种由西方学者创立的西方—非西方二元性中,将导致全球国际关系学落入西

方话语窠臼,反而强化西方文化的内生性认同以及西方的主导地位.②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了具有发展性和批判

性研究,其中,批判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也由此质疑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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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应看到,一方面,衍生性研究忽视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内在机理,存在

将全球国际关系学工具化的倾向,因而漠视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承启转换的

枢纽意义;另一方面,质疑全球国际关系学温和性的学者忽略了认识论上的关

键一点,即相较于力求颠覆学科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全球国际关系学坚持批

判西方理论却拒绝完全否定西方理论,并为其预留发展空间,从而为国际关系

知识的多元化和全球性保留可能;批判全球国际关系学偏狭性的学者忽略了

阿查亚与布赞发展该项目时的思想流变,也未重视“全球”一词的主体间性意

义及对认识路径的拓展作用.由是观之,作为设定或塑造未来研究议程的学

科倡议,全球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层面的价值在学术界鲜有关注,需要进一步

梳理、分析和探究.

二、认识视角变革:从“非西方”到“全球”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程中,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及其学术期刊、教材

与著作一直在引领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方向,并设定学科研究议程.国

际关系学虽有“国际”之名,实则是“不太国际化”的学科.① 当前,越来越多的

非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国际关系研究西方本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国际关系

学亦将改变这一现象作为学术使命,尝试革新国际关系研究中主体认识客体

的视角,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认知转向.

(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序曲

１．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界尝试革新认识视角之

前,有三个关键因素正在促进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兴起.第一个因素是反思

主义理论的启发.西方部分学者很早便已认识到主流国际关系学的不足.

１９９９年,时任«国际研究评论»编辑的托马斯比尔斯特克尔(ThomasJ．BierＧ

steker)直陈,“国际关系中的狭隘主义阻碍了‘实现真正的全球学科’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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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① 同时,面对美国经典大理论日益无法解释复杂国际现象的窘境,反思主

义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学在学科内的主流地位提出全方位挑战,这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自文化内部的反叛”.②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实践根

基.２１世纪以来,随着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财富、资源等权力要素对比

发生转变,出现了广泛的“边缘崛起”现象.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

国家之间的话语权天平开始出现倾向于后者的变化,这为非西方国际关系学

的发展兴起奠定了现实基础.第三个因素是欧美学术界的“理论荒”.在美国

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之后,欧美学术界陷入

了大理论(grandＧtheory)创新停滞,第四大理论诞生还远未看到.２０１３年,«欧

洲国际关系»期刊推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TheEndofInternationalRelaＧ

tionsTheory)专题特刊,多数学者对理论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④

因此,对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获得启蒙的非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群体而

言,这促使他们产生反思主流国际关系学统治地位的自觉性.当然,尽管各国

因政治经济实力的差异而在建设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时发展程度不一,但在建

设具有各国或地区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学术热情上却殊途同归.例如,俄罗斯

学界逐渐摆脱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大的局面,权力政治、地缘政治、全

球主义等理论开始在俄罗斯学界崭露头角,尽管这些理论还较为薄弱,有较强

意识形态色彩,但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俨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致力探寻自身发

展道路;⑤拉美地区出现了在地化的外围现实主义,其涵括的“国民中心主义”

“经济发展观”等内容对阿根廷的外交实践产生指导性影响;⑥中东地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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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苏菲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思想、泛伊斯兰化思潮及伊斯兰文明的拓展性

研究.①

２．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上述背景下,文章开头提到的“为什么没有

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学术项目应运而生.阿查亚与布赞将“为什么非西方国际

关系学是可行的?”这一问题作为该项目的研究起点,进而探究非西方国际关

系学未能进入主流是由五个错误理念造就的:其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找

寻到理解国际关系的正确道路;其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取得了葛兰西意

义上的霸权地位;其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确存在,只是被隐匿了;其四,

非西方国家本土环境歧视国际关系理论生产;其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拥有巨

大的领先地位,使现今所见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认为处在“追赶”西方阶

段.② 为修正上述错误观念,阿查亚与布赞在组建项目团队基础上,通过考察

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伊斯兰世界,逐一梳理出不同地区国际关系学

的发展脉络,提示该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据此,他们认为,在一个

智识资源丰富的广袤地域内,建立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是可行的.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原则与目标,回答

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第一个原则与目标是“批

判性承认并发展西方理论”,即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霸权的同时,承

认其贡献和意义,并谋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结合非西方实际,获得更好发展.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也应承认其对学科而言“是

必然的,或许是必要的”,并认可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共存”,③非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并不一定要取代与否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应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之外提供更多“可选项”,争取原创性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验证性地促进

西方概念与理论的再发展.例如,阿查亚对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

“共同安全”这一概念进行考察时,注意到这一概念在东盟地区的规范传播,发

现东盟在建构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采用了协商一致、不干涉、维护主权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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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理念,在地区层次上为“共同安全”这一概念进行了延展,提供了另一种建

构共同安全的途径.①

第二个原则与目标是“创造性挖掘并超越非西方理论”,这包含对非西方

原创理论的两层期待:第一层是应以非西方国际关系学促进非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的挖掘与兴起,即鼓励更多来自非西方的原创性知识进入国际关系知识

场域,这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应有之义;第二层是鼓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深耕于独特历史与哲学视野进行知识生产时,也应规避来自非西方地区的“例

外主义”陷阱.这些基于非西方实践与经验提炼的新观点不应受制于偏狭性,

而应超越具体区域范围,进入到全球范围内,发展出普遍性意义,由此才能完

成理论的提炼与发展,使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拥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平等交流的机会,并最终消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②

概言之,这两条发展理论的原则与目标相向而行,目的都是实现非西方国

际关系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两点的指引下,非西方国际关系学项目与以阿

伦蒂克纳和美国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利维夫(OleWaever)为代

表的“后殖民化国际关系学”(PostＧColonialIR)项目在理念上分道扬镳.③ 前

者基于这两条原则与目标,逐渐在研究议程上实现了由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向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转轨.

(二)全球国际关系学勃兴

１．全球国际关系学发轫.纵使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加速了国际关系

学科内部的多元化,但目前美国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

三大理论仍为学科主流,西方国际关系学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在影响力对比

上仍未发生实质变化.两项调查统计为此做了背书:“美国教学、研究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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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tavAcharya,“WhoseIdeasMatter? AgencyandPowerinAsianRegionalism,”Ithacaand
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

AmitavAcharya,“WillAsiasPastBeItsFutur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２８,No．３,２００３,
pp１６２Ｇ１６３．

“后殖民化国际关系学”项目普遍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侧重于地缘文化与实践,力图颠覆西方的理

论与成就,实现国际关系学的“去中心化”,因此也被归类为“西方之外的世界化”(WorldingBeyondthe
West).后殖民化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比对,参见 QinYaqing,“Introduction:TheGlobal
TurninIRandNonＧWesternIRtheory,”inQinYaqing,ed．,GlobalizingIRTheory:CriticalEngagement,
pp２Ｇ９.



政策项目”于２０１４年所做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非西方受访者列出的３６７８名

“最具影响力学者”,只有６．２５％来自全球南方.① 几年后,两位学者通过搜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的数据,发现全球南方学者发表在欧洲和美国同行评议期刊

上的文章仅占３％.② 阿查亚与布赞从价值判断的角度也认识到这种学科内多

元化的极度不完全性,认为“现有的国际关系思想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多样

性,但仍然是单薄和肤浅的”.③ 另外,阿查亚与布赞两人在过往的研究中使用

过“非西方”与“西方”的名称.但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国际关系研

究贴上“非西方”这一标签,易被解读为仅服务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崛起和

发展,也隐喻着西方与非西方学界的二元对立.受困于此类局限,极有可能导

致稍有起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裹足不前.为了调和甚或消解研究中“西

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张力,促使国际关系研究朝真正的多元化方向发展,阿

查亚与布赞两位学者在共同发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

２０１４年,阿查亚在以国际研究协会主席身份的演讲中正式呼吁建立“全球

国际关系学”,并详细解释了这一全新概念的六个维度.④ 而在２０１９年出版的

书中,阿查亚与布赞又添加了第七个维度,即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对财富、权

力和文化权威的扩散,还对相互依存和拥有共同命运的世界及不断增长的全

球化做出了回应.⑤ 至此,全球国际关系学获得较为充分的诠释,从而对整个

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了方向性指导.

２．突破性诠释全球国际关系学.全球国际关系学并非是一个具体理论或

方法,而是一个既不偏向于特定理论范式,也无意发展绝对普适“全球国际关

系理论”的倡议或框架.它通过承认非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地位、作用和贡献,

敦促国际关系理论界超越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关注那些过往未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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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eA．PeaceandAliceJ．Kang,“WhatCanBeDoneaboutIt,”TheConversation,July２９,
２０１８,p１,https://theconversation．com/globalＧsouthＧscholarsＧareＧmissingＧfromＧeuropeanＧandＧusＧjournal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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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Studi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８,No．４,２０１４,p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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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ofIRatItsCentenary,p３００．



的地区与理论,拥抱更大的多样性.① 在这一倡议框架内,阿查亚与布赞重申

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批判性承认并发展西方理论”与“创造性挖掘并超越非西

方理论”两条理论发展原则与目标,并进行了更进一步阐发.统筹来看,阿查

亚认为理论的目标应具备“超越地区”“吸引力大”“足够活跃”“有生命力”“与

政策保持独立性”五个特征.② 具体而言,对第一条,阿查亚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间为促进西方理论或概念实现更大的普遍性意义时,提出了“本土化—辅助

性—流通”的理论建构进程,并对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提出方向性发展建议;③对第二条,全球国际关系学对西方以外不断兴

起的地方性学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在认同甚或支持这些学派的贡献之

余,也对此抱有相当程度的担忧,即认为可能会发展出非西方大国的种族中心

主义,陷入另一种偏狭性的陷阱.④

除却促进理论发展之外,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宏大叙事更拓展了学科视野,

并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突破性诠释:

第一,重视“全球”一词的主体间性意义.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概念中,

“全球”一词具有建构性色彩,阿查亚将建构主义中的“主体间性”移情至全球

国际关系学,用以表达国家和社会等行为体与区域和世界秩序等领域之间相

互依存乃至相互建构的情形,希望经由这一途径“将施动性带回来”.⑤ 一方

面,在鼓励西方与非西方“互构”的同时又发展分属西方与非西方两个向度上

的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全球”也意味着通过关注自主的、比较的和相互

关联的历史和表现,以研究“全球”概念和实践的起源和意义,并尤其重视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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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to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２０１９,
Vol．１２,No．４,p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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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施动性带回来”(bringagencybackin)的说法最早被用于批判建构主义过度重视结构,而忽略施

动者的作用,参见JeffreyT．Checkel,“TheConstructivist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World
Politics,Vol．５０,No．２,Summer１９９８,pp３４０Ｇ３４２.



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中主流与非主流理解之间的差距.①

第二,通过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来源提升国际关系学的包容性.在

阿查亚与布赞的论述中,全球国际关系学一是来自于经典的宗教与哲学传统;

二是历史上的宗教、政治,以及军事人物的国际关系思想;三是当代后殖民化

领导者的思想;四是当代具有全球视野的挑战主流理论的国际关系学者的作

品;五是全球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洞见.② 通过拓宽国际关系的知识来源,两位

学者期望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思想与国际实践中获取知识,实现国际关系理

论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再发展.③ 全球国际关系学类似于巨大的“保护伞”,④任

何国际关系思想和地方性知识都可以托庇于此,进行充分展示与平等对话,俨

然国际关系学科的稷下学宫.

第三,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发展设定议程或者规范.呼吁国际关系研

究遵循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思路深化对整个学科的认识:从世界历史中探寻新

的模式、理论和方法;分析西方统治几个世纪后世界秩序的变化并使其概念

化;探索欧洲中心之外的区域多样性和相互关联性;考察思想和规范如何在全

球和地方层面上传播;调查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包括相互学习、和平交往,而

不仅仅是冲突.⑤ 不难发现,全球国际关系学既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议程或规

范,也是一个引领国际关系学科预见未来的“期望”.

三、认识路径革命:从“神话”到“现实”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之后,科学实在论占据认识论主导地位,致

使国际关系学科日益科学化.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也相应地默认大理论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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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p３１０．其中的第四个来源包括康灿雄(DavidC．Kang)、许田波(VictoriaTinＧborHui)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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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更大范围认同的可能,并引领这些研究朝着理论发展方与学科建设方向努力.
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第１８８—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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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Studies,”p．６５２．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TheMakingof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Originsand

EvolutionofIRatItsCentenary,pp３０９Ｇ３１４．



可证伪性、价值无涉、超历史性和简约性等特征.全球国际关系学虽然承认科

学路径的贡献,但却拒绝将实证主义作为认知国际关系知识的唯一可行路

径,①在寻找其他路径过程中,发现参与国际关系学科第二次论战的经典路

径———历史路径———恰是贴近非西方理论家认知、阐释与构建本土理论的最

优路径.于是,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尊重科学路径既有地位的前提下,呼吁完善

并提升历史路径的地位,以突破学科“神话”,在“破”与“立”之间理解国际实践

与理论的互动.

(一)解构国际关系学的创设“神话”

１．创设学科神话.１９１９年被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视作国际关系学

科的诞生之年,自此之后,国际关系学拥有了自己的知识谱系和发展主线.②

但早在２０年前,巴里布赞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理查德利特尔(RichＧ

ardLittle)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创设时间进行过讨论,认为“英—美国际关系学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灰烬中诞生的说法,可被视为一个浪漫而富有传奇的神

话.”③如若将１９１９年国际关系学科发端这一“神话”代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键

时间节点,则其本身也并非像现今描述的那样重要.这就恰如虽然１６４８年被

视作现代性的开端,然其却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彼时政治实体的形态那般.④

这一创设神话横亘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历程中,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时空

坐标时,也便为后续研究戴上枷锁.

一方面,边缘化甚或从根本上忽略了作为外围的非西方地区学科史.由

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毋庸置疑地掌握着学科主导权与话语权,因此,以西

方历史遮蔽非西方历史的做法并不罕见,“将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等同

于全球范围下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⑤ 无怪乎被阿查亚与布赞抨击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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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使大国和平与战争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学

科关注的中心.这一神话几乎完全集中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战争/和平问题和

分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上.”①另一方面,造成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

链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脱嵌,使西方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内

部形成了美式理论对欧陆思想史的压制.在美国三大理论与“神话”共谋下,

１８世纪之前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的论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正视并借以

导引三大理论的“圣经”.这种带有一定偏见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短于思想,

也是现今国际关系学界内部“非历史的”实证主义与定量研究占据压倒性优

势,人为地破坏研究方法的均衡,桎梏学术多元繁荣的肇因之一.

２．消解学科创设神话.在上述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等反思理论已经对包

括国际关系学科创设神话在内的一系列基准时间点进行过批判,但由于解构

多于建构的操作,并不能实现学科时间点的合理重建.② 而全球国际关系学在

考察更大范围学科史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中反映时间维度的创设“神

话”进行了消解.

首先,以回顾１９１９年以前学科制度史的方式,③追溯国际关系学建制时间

的上限.１９１９年以前的学科历史未被涵盖在国际关系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

但“早在１９１４年之前,国际关系就已成为制度化的学科或研究领域.”④例如,

在期刊上,首个专业国际关系学期刊«国际协商»(InternationalNegotiation),

源于１９０７年;⑤创立于１９１０年的首批国际关系期刊之一«种族发展»(Journal

ofRaceDevelopment)是著名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的前身.⑥

８７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２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TheMakingof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Originsand
EvolutionofIRatItsCentenary,p４．

StephenHobdenandJohn M．Hobson,HistoricalSociolog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Ｇ
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有关基准时间的论述参见BarryBuzanandGeorgeLawson,“ReＧ
thinkingBenchmarkDat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p４３７Ｇ４６２.

目前,学界尚未有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史的明确定义,但可以认为就是国际关系学在学科建制上

的发展过程.可结合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学科建制的说法,一门学科的社会建制大体上包括五个部分:一
是学会;二是专业研究机构;三是各大学的学系;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五是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参见费孝

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６页.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TheMakingof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Originsand

EvolutionofIRatItsCentenary,p６５．
BrianC．Schmidt,ThePoliticalDiscourseofAnarchy:ADisciplinaryHistory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９８,p１０１．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TheMakingof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Originsand

EvolutionofIRatItsCentenary,p５４．



在书籍上,１９１６年世界上已经出现诸如«欧洲的无政府状态»等介绍世界区域

格局的书籍;日本学者亦将思想家德富苏峰和中江兆民分别在１８８６年和１８８７
年出版的«将来之日本»与«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有关国际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论

战视作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第一次论战,①其中的关键概念反映了许多现今国际

关系学科等核心假定.在大学与课程上,１８８０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创

建是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里程碑,而１８９９—１９００学年威斯康星大学开设的

“当代政治”被视作首个在美国开设的国际关系学课程,同样是１８９９年,日本

学者林毅陆在庆应义塾大学政治课开设了“外交史”课程.② 可以预见,经全球

国际关系学对国际关系研究时间的导引,将促进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

研究,为非西方理论的进场与西方理论再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其次,以回顾１９１９年以前理论发展史的方式,追溯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

分布.全球国际关系学并未完全否定“大辩论”式学科叙事,而是主张拓宽国

际关系理论史的时间阈值,以各个区域不同理论背后的思想传统为引,系统梳

理来自西方与非西方的理论,将理论置于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并探析其意

义.阿查亚与布赞认为,１７７６年至１９１９年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史主要由民族主

义、社会主义、“科学”种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四种意识形态主导,改变了战争、领

土、阶级、政治合法性、主权、法律、个人和集体身份以及贸易的含义,也成为日

后各种国际关系学范式的思想传统.③ 因此,回顾这几个意识形态演变极为重

要.此外,全球国际关系学还纳入了诸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前理论”或“准理

论”.例如,印度教育家、政治家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Naoroji)通过剖析

印度被迫承担巨额行政、民事与工业费用支出,在大英帝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的

被剥削者角色反过来限制了印度发展之后,提出了鼓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汲

水理论”(DrainTheory);拉丁美洲在“依附论”出现之前便已出现泛美地区主

义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依法占有原则(utipossidetisjuris),尤其是挑战了美国

“门罗主义”并推动了美洲国家间合作、为拉丁美洲的反干涉主义做出巨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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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卡尔沃学说”(CalvoDoctrines)和“德拉戈学说”(DragoDoctrines).①

(二)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

１．建构理论与实践互动“现实”的意义.完成解构工作后,全球国际关系

学便尝试建构认知国际关系的理想路径,“将自１９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

与国际关系实践相联系,以展现国际关系理论多大程度上密切展现现有秩

序”.② 换言之,全球国际关系学认为,认知国际关系的理想路径应反映融入了

政策实践的国际关系史与理论互动的“现实”,国际关系学需要从神话走进

现实.

为什么要回到“现实”呢? 回到何种“现实”呢? 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被指

责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学科.③ 诚然,理论与实践不同,理论是对实践的

抽象,但理论无疑最终还是应该观照实践,回到实践.“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放,

必然需要建立起其结合实践(Praxis)的理论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辩

论不应或只与‘思想空间’有关,而应关乎促进国际秩序转型的战略和议程”.④

不难看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执念是对更长时段与更大空间意义上理论与实

践互动的观照,并对国际关系学产生两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应以历史(时间)大纵深为根基.早在２０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为首的“世界体系

学派”就已经尝试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但遗憾的是,这一学派的研究旨趣在

于１５００年之后的世界,而对１５００年之前“微型体系”与“世界帝国”时期理论与

实践互动的着墨较少.不同于此,全球国际关系学非常鲜明地展现出对更长

时段国际实践和国际社会变迁的关注,在历时性视角下重新思考现今国际关

系思想与由古及今的历史实践之间的主体间关系,探索在时间大纵深下理论

如何反映历史实践的经验,历史实践又如何检验甚或为发展现有国际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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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提供历史经验,从英国学派奠基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Ｇ

terfield)给予特别关注的“辉格解释”(TheWhigInterpretation)———“历史学

家往往依据现在解释过去,寻找某些发挥作用的巨大模式”.① ———转向考察

前现代国际体系至今以来长时段历史的变迁,尤其重视历史变迁本身的“施动

性”,并基于这种变迁提炼根植于历史实践的背景性知识,丰富国际关系理论

的来源.当然,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不对称实则无法避免,实践为理论提供来

源,而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滞后的.

其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也应强调空间大纵深.通过重视空间大纵深下

世界历史(时间)与国际关系思想史(理论)的互动情况,能够使学者们使用比

较视角思考来自边缘地区的历史与理论,在知识社会学上消解过往知识与权

力间的密切联系与共谋,为曾处于边缘位置的非西方理论与实践寻求更多进

入核心知识场域的切实方法.从而,一方面能够使非西方历史实践在根本上

质疑国际关系学科某些概念的狭隘性.例如,传统“安全”概念过于注重国家

安全而忽略“人的安全”“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被概念化并赋予不满与反抗的角

色,此类“他们定义我们”而非“我们定义我们”的概念必然具有偏狭性;另一方

面,发掘非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价值与生命力,以非西方视角理解特定区域乃至

全球范围下的历史实践.例如,利用关系性而非理性理解国家间互动实践及

建构身份与规范的社会过程.②

２．缔造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如何建立这种“现

实”的呢? 选择距今两百多年的中长时段展开论述,并非意味着其忽视帝国、

城邦与蛮族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前国际体系”、彼此相互独立的“多重国际体

系”和“１６４８—１９１９年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等迭代历史大纵深下国际关系实践

与理论的互动,而是意欲将“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全球国际社会”这两个全球

性概念对应起来,因此,才对１８１５年之前的地区性国际社会做模糊处理.最

终,全球国际社会变迁与理论的互动被建构成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１８１５—１９１９年间全球国际社会形成的“１．０版本”,现代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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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奠基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表征.在这一“西方—殖民地”样式的全球国际

社会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包含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① 国际关系理论多为西

方国家阐释自身帝国主义或殖民政策所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紧密的.

１９１９—１９４５年的国际社会依然处于“１．０阶段”.随着理想主义思潮在大国间

的盛行,欧美大国开始协调建立国际联盟,表明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想主义对国

际实践的建构.随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欧亚不断扩张,

权力政治开始回归,据此,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H．Carr)写就«二

十年危机»一书,在象征理想主义衰败的同时,也体现出国际实践对现实主义

理论的建构作用.

第二阶段是１９４５—２００８年间全球国际社会从“１．０版本”过渡到“１．１版

本”,该阶段是对结束殖民主义的首次重要修正,但仍处在以中心为主导的西

方—全球形式之下.② 随着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不断干涉,新自由主义、结构现

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都为美国的政策起到辩护作用.此时不被重视的非西方

国家也根据新的实践,涌现了如依附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不结盟思想、不干涉

主义等不同于主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被用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及

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１９８９年虽并未迎来全球国际社会阶段性的转折,但主

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苏联解体,以及一个更加多元化世界的兴起,注重观

念与规范的建构主义迅速发展并成为关键的理论范式之一,理论在现实的促

动下迎来了新突破.

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８年以后全球国际社会从“１．１”迭代到“１．２”版本,这一阶

段的显著特征是西方的主导地位日趋让位,全球国际社会的中心不断扩大、外

围不断缩小,“去中心化”显现.③ 自２００８年开始,“美国和欧盟都陷入了

深度危机,而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其他国家明显更有信心”.④ 边缘地区藉

此开始密集出现创新性国际关系思想.例如,基于中国周朝秩序的“天下体

系”,强调中庸与阴阳辩证的“关系”理论,从先秦思想家荀子的治国思想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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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道义现实主义,以及共生理论、关系平衡论、社会演化理论等等.① 这些

理论是为了解决“不断发展的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这一核心问题而兴

起.② 除中国外,其他新兴国家近年来也激发起建立国别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努

力.以印度为例,纵然并不存在国际关系的印度学派,但印度学者对国际关系

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颇感兴趣.③ 并且,印度学术界基于本国思想基础与历史

实践,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超越东西方文明差异

的观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不结盟传统、考底利耶(KauＧ

tilya)现实主义思想根基与“曼荼罗”印度区域秩序等国际关系思想进行再加

工,并使其中许多规范与原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的对外政策.

结　　语

以尊重学科现状为前提的全球国际关系学,通过倡导变革认识视角和认

识路径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心脏地带”公开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路径,鼓

励非西方在解释世界基础上形成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力图在更广阔视阈

下提携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主流,以丰富、多元化、平衡全球范围内的国

际关系研究.它作为学科内的平权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科内的一场运动,④从

诸多方面来看,毫无疑问也是一场学科内的认识论丰富与发展.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存在困顿之处.其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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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学术承认问题,进一步延展,即“如何使全球国际关系学与更广阔的学科

议题甚至跨学科领域产生共鸣”,现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明确的回答.一方

面,全球国际关系学迄今尚缺乏较为一致的研究纲领,致使其议题在全球范围

内的讨论难以避免分散与非均衡,更难以在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更广阔的人文

社会科学内部产生共鸣.因此,亟待开启全球国际关系学议题更广阔的对话

空间,如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全球来源、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全球流变、不同国

家外交政策的全球根基等;另一方面,因注重挖掘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哲

学、文明等,某种程度上过于偏向文化研究、人类学与民族志考证、知识社会学

等非国际关系学科的议题,由此产生的“软概念”,难免导致国际关系学与其他

学科的边界模糊,存在背离或侵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性的风险.从而造成全

球国际关系学在学科内获得承认的难度增大,而其脱离其他学科话语体系的

“非专业性”解释又难以被其他学科接纳的窘境.

其二,事关实践问题,即“谁来践行全球国际关系学并使其成为一个可持

续进行的学术项目?”①全球国际关系学擅长探讨理论建构的方向和规范,却疏

于推广.与之直接相关的期刊文章、著作相较于其他研究领域也如同非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之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那般“处于边缘”.现有促进国际关系学

科多元化的作品与全球国际关系学关联性不强,更多的只是学者们为发展本

土理论、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理论辩护而非为全球贡献普遍性知识的工具.

更根本的缺憾在于,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议程,高举多元传统思

想的旗帜,但却依然将概念化与抽象化的思想和智识作为衡量不同国家或区

域学科发展的尺度,忽略非西方施动者的实情.面对非西方的边缘现状,又寄

希望借助现有学科建制将非西方理论“纳入”,重新将边缘国际关系学的未来

托付给西方,这也注定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打破西方主导现状

的倡议,甚至可能重新使原本各具特色的国际关系智识文化被西方国际关系

学“温和改良”甚或“同化”.② 同时,这也导致全球国际关系学究竟在何种意义

上促成学界瞩目非西方知识,并在使之成为丰富学科智识资源一事上难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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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６年,电子期刊 TRAFO曾开启了一个名为“DoingGlobalIR”的研究,其中一些作者进行了讨

论,但其讨论的范围与成效都较为有限,没有产生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参见https://trafo．hypotheＧ
ses．org/category/doingＧglobalＧinternationalＧrelations,２０２１Ｇ０７Ｇ１５.

实际上,这一弊端可以从两位作者的一些文献中得到佐证,参见 AmitavAcharya,“Developing
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What,Who,andHow?”https://trafo．hypotheses．org/４８７３,２０２１Ｇ０７Ｇ０５.



度.如若不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成效与困境进行全面评估,过去非西方国际

关系研究未被挖掘的“假缺席”(Pseudoabsence)局面则可能发展为全球国际

关系学倡议出现后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看似被重视,实则依然被忽略的“假

在场”(Pseudopresence)情形.①

更为重要的是,抛开对全球国际关系学流于长短的价值判断,从学科的本

土关怀角度来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兼具普遍意义与中国特

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客观上提示中国学人对西方尤

其美国既有的话语霸权保持理性,相较于完全否定或未加考量的“拿来主义”,

应批判地借鉴吸收作为“他者”的美国或西方研究,使“我者”更加辩证地参与

全球性讨论;另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启示当代中国学人关注包括自身在内

的非西方地区,借鉴全球历史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人

类学等学科视角,更深层次地理解包含中国自身在内的非西方区域的国际关

系实践.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势必把理论创设在全球性实践中,使中国

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全球关怀.

同时,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也可为全球国际关

系学的发展实现注入活力,并反哺这一全球性议程:其一,中国学界基于当下

讨论“中国学派”的建设问题,可开放研究者边界,促动中国学人与包括非西方

与西方在内国际学界的交流对话,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夙愿.中国国际关

系的本土研究者与非本土研究者相比,未必具有明显的研究优势.例如,一些

韩国学者和美籍韩裔学者对中国朝贡体系经验的发掘,江忆恩(AlastairIain

Johnston)对中国明代战略文化的研究,都凸显出独特视角.② 中国学者也应

采取积极开放态度,回应此类研究,形成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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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恩(KevinC．Dunn)认为,纵使非西方观点与理论长期存在,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难以进入主流

学界视野,导致“观点与内容实质存在,但在形式上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的‘假缺席’”情形.参见〔美〕凯
尔文C．邓恩:«导论:非洲和国际关系理论»,载〔美〕凯尔文C．邓恩、〔加拿大〕蒂莫西M．肖主编:«国际

关系理论:来自非洲的挑战»,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１０页.而本文提出的“假在场”则与

“假缺席”相对,代指形式上重视非西方理论,然则实质上忽略非西方理论建树的情形.
参见石之瑜、徐耿胤:«亚洲国家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基体:兼论从日本、韩国和越南发展研究视角的

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６５—７１页;DavidC．Kang,EastAsiaBeforetheWest:Five
CenturiesofTradeandTribute,Columbia: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AlastairIainJohnston,CulＧ
turalRealism:StrategicCultureandGrandStrategyinChinese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５．



其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拥有“中国意识”或者说“中国自觉”,①但应

该在开放学科边界的基础上,为设定国际关系学科未来议程储蓄能量.十余

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字表述中开始频繁出现“历史学转向”“社会学转

向”“语言学转向”等提法,蕴含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对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日

盛,但借鉴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世界体系“边缘”对“中心”的

反动与批判的成果却寥寥无几;近几年来,“区域国别研究”比重也渐趋上升,

但对诸如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中国学关注甚少,对话交流不多,这需要进一步开

放学科边界.中国与非西方世界处于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相对边缘位置,上

述情形应成为鼓励中国与非西方提供更多知识或观点介入主流讨论,思考不

同于西方的新的学科评价体系与规范界限的缘由,进而以不同于西方的实践

经验对西方经典概念进行平衡或再定义,从而在更开放的局域下与既有的西

方概念、西方学科进行非限制性的对话.② 但这并非是有样学样创制“中国特

殊”“中国例外”的过程,而是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共鸣、共振、相

互镜鉴,把握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期发展”,③以中国气派推出具全球性意义的

学术成果,为全球知识增长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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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中国意识”的论述参见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
«国际观察»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９—３９页.

在这一思考上,阿查亚与布赞将于２０２２年出版的«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与伊

斯兰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Reimag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WorldOrdersintheThoughtand
PracticeofIndian,Chinese,andIslamicCivilizations)就立足各个非西方区域对如权力政治、等级制等现

今已被西方定义了的概念进行再剖析,从本土书写者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学科应该是怎样的,国际关系的

诸理论应如何定义”等问题,这或许是全球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与非西方世界想要争

夺话语权的必经之路.
任晓将国际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称为是继英国为中心的第一期与美国为中心的第二期之后的“第

三期发展”.参见任晓:«国际关系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４０—４８页.


